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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

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

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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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风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

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

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

云：“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

所生也。”汉代流行的“巫蛊”形式，是将桐木削制成

仇人的形象，然后在桐木人上插刺铁针，埋入地下，

用恶语诅咒，企图使对方罹祸。邓启耀在《中国巫

蛊考察》一书中指出：“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

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

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

物，做法为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

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

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

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

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１］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通常

惯用的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

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

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发端于元光

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陈皇后阿娇被废黜事件，终止

于征和三年（公元前９０年）丞相刘屈?被杀一案。

“巫蛊之祸”的导火线是公孙贺父子一案。天汉二

年（公元前９９年）长安大搜捕，征和元年（公元前９２

年）朱安世告发公孙贺事件，征和二年（公元前 ９１

年）刘据罹难事件，其前后持续４０年之久。因巫蛊

之狱，遭杀戮者不下十万余人，其中仅征和二年皇太

子巫蛊冤案，就有数万人丧生。被诛连杀戮者，有皇

太子、皇后、公主、丞相、将军等皇亲国戚和显要官

员。如此以屠戮骨肉姻亲为主要对象的狱案，其时

间之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巫蛊之

所以在西汉时期盛行，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对西

汉王朝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

　　巫蛊之祸之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发生，有其深刻

的社会背景，原因也很复杂。

（一）各种矛盾的激变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为“汉武

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几位执政时间达５０年以上者，其在位时间达

５４年之久。随着他“有为”政策的不断实行，对外用



兵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便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自己不

可一世，为所欲为，从而导致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

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生激变，这是巫蛊之祸

发生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初登皇位的前几年，由于年龄尚小，实权

由窦太后掌握，基本上承袭“文景之治”时的政策，

少有更张。此时，西汉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呈现文

景以来升平繁荣的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

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

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

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２］。当时，“吏治亦以

廉平”，“而民从化”［２］，“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

又安。”［３］当时虽有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严助

率军援助东瓯攻讨闽越之战事，但未酿成真正的战

祸，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到了元光四年（公元前１３１年）前后，窦太后去

世后，汉武帝摆脱窦、田两大外戚集团的控制，开始

全面实施其元光元年（公元前１３４年）求贤诏中所

提出的关于“日月所烛，莫不率伸”、“教通四海”的

政治目标，“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微发烦

数。”《汉书·食货志》指出：“武帝因文、景之畜”，即

位数年，命“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又

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通道千余里，以

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汉武帝原来以为征服四夷，攻打匈奴“一击可

以制胜”，结果是“兵连不解”，“天下共其劳。”更由

于“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用度严重不足，

于是搜刮之法兴起。榷酒沽、莞盐铁、铸白金、造皮

币、算舟车，租及六畜。这加强了对人民的敲诈和役

使，于是“寇盗并起，道路不通”，阶级矛盾日趋

尖锐。

为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汉武帝一向是恩威

兼施、儒法并用的。但是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他愈

来愈专断独裁、刚愎自用。对于那些触犯他的禁令

或他认为“不忠”的人，他不惜采取强暴手段，或废

或杀，毫不留情，即使对朝廷重臣也是如此。终汉武

帝之世，前后任相十三人，其中称得上寿终正寝的寥

寥无几，而被逼自杀、狱死或腰斩的竟有六人。难怪

公孙贺被任命为第十一任丞相时，他不仅没有一点

点高兴的表示，相反“顿首涕泣”，不受印绶。当迫

不得已最后接受时，他出门即仰天长叹道：“我从此

性命难保了！”［２］后来他果然死于狱中。汉武帝这种

喜怒任情、刑杀无忌的做法引起朝臣深深的忧惧和

不满，汉武帝为此又推行“腹诽法”，大臣“不入言而

腹诽，论死”［４］，这时汉武帝已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

了。此后，“公卿大夫多谗谀取容矣”［４］。

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对外连年用

兵，对内大事兴作，极大地消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空前地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加之官吏贪暴，豪强横

行，灾荒频仍，赋敛无时，“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

鲜，农民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镇压人民的反

抗，汉武帝又颁布了苛酷的刑法：“律令凡三百五十

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２］。这些措施更加激起人民

的反抗。汉武帝统治末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

当时“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

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

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

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

不可胜数也”［５］。

巫蛊之祸发生的征和二年，汉武帝已 ６７岁高

龄，执政长达５０年。尽管他尊崇儒学，却又用法严

苛，贵戚大臣一旦被定罪，“有与无，莫敢讼其冤

者”。以至晚年，汉武帝身体多病，精力衰竭，迷信

巫术，偏执多疑，行动诡谲，连皇后、太子与诸皇子都

希得相见［４］。

汉武帝晚年，宫廷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由谁来继

承皇位的问题上。汉武帝共有六子，长子据系卫皇

后所生，被立为太子。但汉武帝嫌恶太子，卫后又因

年老色衰失宠，皇后和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所以，

宫中除了已经形成的帝党和太子党外，其余各子几

乎都有自己的一派势力，彼此钩心斗角，暗中展开对

皇位的角逐。阴险狡诈的江充对此洞若观火，为猎

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不惜得罪太子来讨好汉武帝。

在他担任直指绣衣使者随从汉武帝去甘泉宫时，逢

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驰道是御用的，太子使者

走这条路是“犯禁”的，江充当即扣留了太子的车

马。太子派人向他求情，并再三央告他不要让汉武

帝知道这件事情，江充不但不听，反而向汉武帝汇报

此事，汉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说：“人臣当如是矣”。

江充因此“大见信用，威震京师”［２］。但江充也从此

与太子结下了仇怨。

由于汉武帝长期执政，为所欲为，加剧了他与太

子之间的矛盾。随着太子刘据年龄的增长、工作经

验的积累和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与汉武帝迥

然不同的处事方式。《资治通鉴》载：“上（汉武帝）

用法严，多用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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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

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

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刻用法者皆毁

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４］

汉武帝听信告状对他晚期执政带来了极坏的影

响。朱安世当时被通缉，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请求

皇帝让他追捕，汉武帝允诺。公孙贺历经艰辛，将朱

安世捕获移送朝廷，其子之罪将以赦免。孰料朱安

世怀恨在心，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

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２］于是他在狱中上

书朝廷，声称公孙敬声与汉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

且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等事件。

当时的人对巫蛊深信不疑，汉武帝大怒，最后公孙贺

父子死于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

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

江充因为告状而连连得到提升重用，导致了

“巫蛊之祸”惨案的发生。类似的告状还有很多，汉

武帝都偏听偏信了，因为这时的汉武帝身体虚弱，长

期有病，不能亲自理政，只有听信身边的佞臣胡诌

了。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从娘胎里带来的弊病。

因此笔者认为，“巫蛊之祸”事件的发生，作为

最高统治者的汉武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汉武帝崇尚迷信

汉承秦制，汉代在很多方面与秦代如出一辙，汉

武帝和秦始皇在性格上几乎一模一样。秦始皇迷信

神鬼之力，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指出：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２］，司马光认为他“信

惑神怪”［４］。汉高祖时曾立梁、晋、秦、荆之巫祠，汉

武帝又增立了粤巫祠。在他执政的５０余年中，方士

多聚长安，巫女出入宫中，胡巫摄足其间，当时的京

师长安成为谶纬迷信思想集中的大本营。

统治阶级认为其统治天下是君权神授，为了获

得天意的支持，汉武帝一生共用了１２个年号，如此

频繁改元，与他迷信符瑞有关。他认为天降“祥瑞”

是自己得到天命的凭证，于是改元以应合于天。他

郊祀时得到一只象鹿的角兽，便以为这是上帝赏赐

给他的“麒麟”，因麒麟只有在圣世才出现，于是年

号变为“元狩”。后来，汾阴（今山西万荣）出土一件

大鼎，又认为这象征汉祚“承休无疆”，因之改年号

为“元鼎”。

在汉代皇帝中，汉武帝从事祭祀的规模最大、次

数最多。除郊祀天神的主神泰一、泰一的佐神五帝

（白、青、贫、亦、黑各帝）及地神后土外，还礼祀八

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

阳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另外，他多

次亲自去泰山“封禅”，这在历代帝王中是仅见的。

汉武帝迷信最突出的表现是求神仙。他为了追

求长生不老，对方士言听计从，多次上当受骗。他起

先是礼神君、祀灶，继而听信李少君的话派方士入海

求神仙，后来又封献鬼神方的骗子少翁为文成将军。

高潮期间，“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乃万数”［５］。

最荒唐莫过于把一个以神仙使者自命的方士栾大封

为食邑二千户的乐通侯，“赐列汉甲第、僮千人”，甚

至把女儿嫁给了他。可见，汉武帝迷信中毒之深，已

达到至死不悟的程度。

既然对“方士可以致神”如此笃信不疑，那么对

“巫蛊可以杀人”更是深以为然了。因此，汉武帝对

行“盗”者深恶痛绝，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因禛将

军公孙敖即“坐妻为巫蛊”［５］被杀。宫中“捕为巫蛊

者，皆枭首”［２］，陈皇后因妒忌卫子夫得宠，行“巫蛊

祠祭祝诅”卫子夫，结果被废，“相连及诛者三百余

人”［２］。汉武帝晚年，身体多病，“意多所恶，以为左

右皆为蛊道祝诅”［２］加害自己，他这时不仅对身边的

人不信任，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同样怀疑。

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

之说盛行，……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６］汉武帝迷

信神仙，自然也迷信巫蛊，致使方士、女巫聚集京师，

出入宫廷。后宫之人为了求福避灾，忌妒争宠，纷纷

埋木人诅咒对方或相互告发对方诅咒皇帝。这种恶

毒手段十分有效，被指为诅咒皇帝者当然要处死。

一时间，长安内外，道旁室内，遍生巫蛊，死者甚多，

连丞相公孙贺、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也被诛杀。

汉武帝在私生活上更是随心纵欲，元配皇后陈

阿娇被贬后，宠爱卫子夫，子夫色衰后，赵之王夫人、

中山李夫人亦有宠，皆早卒，后又有钩弋夫人被幸。

其结果失宠者怨，得宠者骄，内宫矛盾自成。一些不

甘被疏远、抛弃的妃妾，祈求神灵庇佑，巫婆神汉为

她们祠祭作咒，企图挽回帝宠。于是，后宫出现了

“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

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

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４］的极不正常

现象。

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汉武帝起用了像张汤之属

的酷吏主典刑律，更加上汉武帝多疑善忌，喜怒任

情，致使元光年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杀戮大臣的事

件，如元光四年窦婴弃市，元狩元年丞相李蔡自杀，

元鼎二年丞相翟青下狱致死等等，弄得王公大臣惶

恐不安，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巫祠于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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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诅咒活动又在达官贵人中勃兴起来。他们“于道

中祠，排祸咎移之行人百姓”，想借神的力量，把祸

水转嫁给同僚和平民，以求自身消灾弭患。这种巫

祠活动一经盛行，就给社会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年老昏花的汉武帝精神恍惚、疑神疑鬼，以致在

午睡时梦见数千小木人持杖朝自己打来，这个情况

被与太子结下怨仇的江充所利用。江充认为汉武帝

一旦死去，太子当了皇帝，他必然被杀，于是决心利

用巫蛊之术实现其阴谋。

汉武帝这种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应为“巫蛊

之祸”爆发的内因。

（三）宫廷斗争

在汉代，适、庶之别颇严，适、庶子的地位差异极

大。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庶出幼子，在皇族中地位比

较低微。但其生母王夫人，为汉景帝之宠妾，极工谋

术。她利用汉景帝姊窦太主欲直接攀附皇权的心

理，答应娶其女陈阿娇为媳，以笼络窦太主。这样，

窦、王便沆瀣一气，在汉景帝面前“日谗太子之短”，

盛誉“王夫人男（汉武帝）之美”。她还施奇计，激怒

汉景帝，终使汉景帝将皇太子刘荣废除，立年仅七岁

的汉武帝为皇太子。“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

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２］如

上所述，陈阿娇和汉武帝联姻，一为攀附皇权而嫁

女，一为取得皇位而娶妇，互相利用，这是一种政治

交易的婚姻。当双方达到目的后，便各施其技，力图

控制和排挤对方，以期扩大和巩固既得权益。

建元六年，窦太后逝世，汉武帝亲政。不久，他

又以十分巧妙的办法，清除了窦、田两股势力，皇位

空前巩固。至此，解决窦太主和陈皇后的问题时机

已经成熟。正在此时，陈皇后因汉武帝专宠卫子夫，

妒忌异常，大吵大闹，以“几死者数矣”要挟汉武帝，

“上愈怒”。他终于于元光五年七月，以“皇后失序，

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

宫”［２］为由，发布废后诏令。他还令张汤以“治巫蛊

祠祭祝，大逆无道”的罪名，捕杀窦太主和陈皇后宫

中亲信三百余人。窦太主既失去了皇后势力的凭

借，又失去了内宫亲信，势力一落千丈。可见，作为

巫蛊事件的开端的陈皇后之案，是汉武帝利用“治

蛊”以解决皇权的掣肘势力，无疑使皇帝的集权更

加巩固。

汉武帝得居皇位自出妇人之功，故其一生中恩

泽礼遇后妃及其亲戚，并在一定时期内培植效忠于

自己的后妃和外戚势力。如建元元年，汉武帝一上

台，就颁赐妃妾以婕妤、经娥、侈华、充依等称号，并

相应地给予很高的爵位和秩禄，开中国历史上妃妾

享有爵位的先例。在其统治早、中期，对外戚也较宽

容，连作恶多端的外戚田羛也不轻杀。卫青、霍去病

均以椒房之亲而位加功臣宿将之上，统领三军。但

是，又因汉武帝是凭借外戚、后妃的阴谋活动登上皇

位的，因而对后妃和外戚势力十分警惕，深恐危害皇

权。这种防内忧患心理的滋长，极易对后妃和外戚

采取极为残忍的行动。以上就是汉武帝对后宫既纵

容又残忍，制造了多起汉宫悲剧不可忽视的心理

因素。

征和二年发生的巫蛊事件，是汉武帝镇压后妃

势力的高峰。作为刘据事件的主要受害者，表面上

是皇太子刘据，而实际上是以卫子夫为支柱的卫氏

外戚集团。卫氏集团是汉武帝一手培植的外戚势

力。卫子夫出身微贱，曾为皇姊平阳公主歌妓，以声

色压倒陈阿娇，专宠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卫子夫入

宫，旋封为夫人。卫子夫胞弟卫青，是平阳公主骑

奴。卫子夫得宠后，窦太主“妒之，及使人捕青”，并

“欲杀之”。“上闻，乃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不

久，与卫子夫封为夫人的同时，卫青被提升为太中大

夫。而曾救过卫青性命的公孙敖，也因此官居显要。

这种做法意在提拔社会地位低贱的卫氏家族，以与

势力显赫的窦太主相抗衡。元光五年，陈阿娇被贬

废。元光六年，汉武帝又擢升卫青为车骑将军，出攻

匈奴。元朔元年，卫子夫立为皇后，而卫青又以战功

屡次升迁封侯，官至大将军，位极人臣。与此同时，

汉武帝又提拔卫子夫外甥霍去病。史载：“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２］后又令其随卫青出征

北塞，为票姚校尉，旋即封侯。元狩二年，又升为骠

骑将军，后以战功，得到汉武帝提拔，比于大将军。

至此，卫氏一门高官厚禄，布列要津。时人歌之曰：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粉天下。”［５］功

高震主，尽管卫青和柔媚上，霍去病处处顺从汉武

帝，卫子夫小心谨慎，但吕后专权的阴影尚在，卫氏

这股“霸天下”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刺激着多疑善猜

的汉武帝专横的心灵，一场针对卫氏宗族的朝廷大

清洗势在必发。

汉武帝剪除卫氏势力，是从瓦解卫氏集团支属

开始的。首遭其殃的是卫子夫的姊丈、丞相公孙贺。

公孙贺，妻子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胞姐。公孙贺之

子敬声为太仆，父子并居公位。公孙敬声以皇亲贵

戚自居，骄奢不奉法。征和年间，因贪污军费罪，被

捕下狱。公孙贺救子心切，愿搜捕汉武帝久捕未缉

的江洋大盗朱安世，以赎子罪，“上许之”［２］。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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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果然捕得朱安世。但是朱安世遂从狱中上

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

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朱安世的控

告，无疑是挟仇报怨，理应慎重对待。但汉武帝出于

削弱卫氏集团势力的动机，急切下诏“有司验贺，穷

治所犯，遂父子死于狱中，家族。”至于公孙贺所犯

何罪，是“故丞相贺倚故乘高势而为邪，与美田以利

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联忍久

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

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援高者，重马伤耗，武备衰减，下

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

已正理。”［２］从诏书中诚然可见公孙贺之所以被族，

其前因是“倚故乘高势”。汉武帝当政时期，自公孙

弘病死于相位后，当丞相并不是美差，既无实权，且

多被杀，所以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顿首涕泣，不

愿就职。像这样尸位的丞相，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所以所谓“武备衰减”、“以困农烦”、“百姓流亡”实

是汉武帝多欲政治所造成的，丞相不负重要的责任。

以此为罪证，杀害公孙父子，实非“正理”。至于诏

书中所谓“又诈伪诏书，以奸传朱安世”，更属无端

加害。很清楚，公孙贺父子被诛杀，实非巫蛊之故，

而是他们攀附卫子夫这个“高势”而触犯了圣讳。

公孙贺父子死后，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以及卫

青长子卫伉也被诛连杀戮，他们无一不是卫氏集团

中的人物，可见汉武帝灭卫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征和二年，汉武帝养病甘泉宫。史载当时“上

心既以为疑，当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击上，上惊

寤，因是体不平。”［４］水衡都尉江充遂建言是巫蛊作

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和皇后。汉武帝便以江充为治

蛊使者，治巫蛊事。江充伙同胡巫，掘地求木偶，所

获木偶，扬言多得之于太子宫，太子被诬陷，怕不能

自明，使人诈为汉武帝诏捕杀江充，并发数万兵以拒

官军。结果兵败走湖县鸠泉里，被围自经。皇后卫

子夫被收皇后玺缓后自杀。

（四）汉武帝用人不当、信任佞臣

江充可谓是这场巫蛊之祸的罪魁祸首。江充是

以残忍著称的酷吏，也是一个无赖。据《汉书·蒯

伍江息传》记载，江充原名江齐，字次倩，赵国人。

因其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太子刘

丹，受到赵王的宠爱，成为赵王的门客。后来刘丹以

江齐泄漏自己的私情，与之反目，四处追捕江齐。江

齐潜逃，刘丹将江齐的父兄全部处斩，江齐逃得一

命，改名江充，来到长安。他上书汉武帝告发赵太子

刘丹与同母姐姐以及赵王宫内的妃子乱伦，还勾结

各郡的豪强奸滑之徒四处劫掠，地方官员不敢拘禁。

汉武帝素闻赵敬肃王为人阴险，常常深夜带兵缉捕

“匪盗”，弄得民怨沸腾。得到江充举报，汉武帝即

刻派兵逮系刘丹下狱，经廷尉审理，依法当处死罪。

赵王刘彭祖仗着自己是汉武帝的兄长，就上书说：

“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激怒圣朝，欲取必于万乘

以复私怨。”他并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去攻打匈奴立

功来赎救儿子。汉武帝早就对各诸侯王的飞扬跋扈

不满，打算削弱诸侯势力，于是未准赵王所请，虽免

去了刘丹死罪，却废去了其赵国太子的身份。

江充后被升迁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代表皇帝

和朝廷缉捕活跃在京城的匪盗，同时监察王公贵戚

的违制行为。他所办的几个案子很合汉武帝的胃

口，所以“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据《汉

书》记载：有一次，馆陶公主应太后之诏，急匆匆纵

马驰道去赴约，江充认为这是违禁的，结果是“独公

主得行，车骑皆不得。”把公主的仆从车马“尽劾没

入宫”。还有一次，江充“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

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

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

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

威震京师。迁为水衡都尉。”［２］这足以说明江充执法

的严苛，也正因为如此，江充与太子刘据结下了怨

结。《汉书》记载：“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

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

蛊事起，充因此为奸。”［２］这就是说，江充已经预感到

与太子结下怨结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就利用巫蛊

事发的便利条件陷害太子，目的是为自己铲除后患，

确保自身安全，这是日后引发巫蛊之祸、祸及卫皇

后、太子刘据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江充告状成功，遂被任命为水衡都尉。此时正

值汉武帝在甘泉宫，且身患疾病，江充就奏言说，汉

武帝的疾病就是巫蛊作祟的结果。因此，汉武帝就

让江充“为使者治巫蛊”。于是，江充率胡巫掘地求

木偶人，捕夜间祠祝和视鬼之人，用“烧铁钳灼”，强

迫他们服罪。在严刑拷问下，“民转相诬以巫蛊”，

官吏就奏劾这些人“大逆不道”，因此，制造了众多

冤假错案。

尽管江充治巫蛊冤死这么多的人，然而他还不

止步，因为他的真正目的还未达到。江充的真正目

的是什么呢？《汉书》载：“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

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所以江充

的真正目的是要借巫蛊陷害太子。“是时，上春秋

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这一不正常情况正好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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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所利用。于是江充就对汉武帝说“宫中有蛊气，

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

得桐木人。”［２］颜师古注云：此桐木人据《三辅旧事》

是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江充以此作为太子巫

蛊诅咒汉武帝的证据。因此“太子惧，不能自明”，

遂收捕充，自临斩之，说：“赵虏！乱汝国（赵国）国

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于是太子使客

为使者逮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

肯接受诏书，客杀死韩说。御史章赣受伤不见，自己

回甘泉去了。太子又派其家舍人持节夜入未央宫长

秋门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皇后，于是发厩（马房）

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说江充

造反，于是斩江充，烧胡巫于上林中。遂让宾客为将

率人与丞相刘屈?等战。

二、巫蛊之祸成为西汉王朝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巫蛊之祸是西汉时期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汉帝

国统治上层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汉武帝后期

政局空前之巨变，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西汉王朝造

成巨大的影响，从而使西汉王朝由盛转衰，大伤

元气。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后历九十余年，汉昭帝、汉

宣帝当政的３８年，国势虽有好转，较之汉武帝时之

鼎盛相差甚远；至元、成、哀、平四帝与孺子婴时，更

是一代不如一代。巫蛊之祸可谓西汉王朝发展史上

的转折点。之所以如此，表现有四点。

第一，巫蛊之祸造成的影响在统治集团之间，特

别是发生于西汉统治集团最核心的皇帝与太子之

间，双方之亲信与大臣均无所规避，卷进者甚多，死

难者也甚多，特别是王室成员。巫蛊之祸延绵数年，

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公孙贺及刘

屈?两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以及三皇孙，还牵涉

到许多公卿大臣，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丧生

者数以万计，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

治危机，酿成汉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有学者

甚至指出：“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

和不少大臣的诛杀”［７］。这导致西汉王朝统治集团

上层核心部分元气大伤，国本发生动摇。

先是江充与胡巫等勾结，使京师、三辅连及郡、

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长安城中一批皇亲国戚

及勋贵大臣，如丞相公孙贺及其妻（卫皇后姊）、公

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武帝之女阳石公主（卫皇后所

生）、卫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等皆因巫蛊罪被诛。

继而江充又诬陷太子刘据，迫使太子发兵斩江充，并

率兵与丞相刘屈?军战于京城，死者数万人。这导

致太子全家除一个孙子外均遇害，甚至连其母卫皇

后也自杀。再加上汉武帝清洗太子追随者，后来为

太子平反又严惩了一大批加害太子的官员，死者甚

众。这使皇室贵胄、公卿百官受到重大冲击，皇室至

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自此丧失。

第二，巫蛊之祸爆发在国都长安，其影响深广。

都城本为一国行政中枢所在，除了有皇帝及皇室居

住外，尚置有百官衙署，防卫也很森严；同时又是一

国之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所以商贾云集，文士荟

萃，建筑宏伟，气象万千；还是一国信息汇聚与发散

之中心，对国内与域外影响既快速又深刻，是全国臣

民心驰神往之地。因而国都的安危兴衰，直接反映

国势的强弱与政局是否稳定以及政权是否巩固。而

汉武帝时之巫蛊之祸正好爆发于国都长安城之内与

宫廷之中，且太子军与丞相军在长安城内外激战五

日，死数万人，鲜血流入沟渠，渠水为之变色。不仅

城垣楼阙、宫室衙署、官邸民宅、寺庙园林、市场商

铺、里坊街巷遭到毁损，而且造成了都城内外，乃至

各州郡民心混乱，使神授的皇权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第三，巫蛊之祸打乱了汉武帝拟定的避免西汉

王朝衰亡的治国方略，其后之几代皇帝与大臣，或处

于蒙昧盲目状态，或热衷于争夺权力，因而导致了治

国无序与社会动乱，使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太

子刘据本为汉武帝钟爱，又是经多方大力培养的帝

位继承人。汉武帝对他寄望甚殷，盼他继位后，秉持

自己的治国理念，作守文之君，以免袭亡秦之?［４］，

保汉代江山永固。这本是汉武帝总结西汉王朝建国

１１０余年来统治之经验与教训，又针对当时西汉王

朝内外之形势，为其继承人拟定的切中时弊、挽救衰

亡的治国良策。但经巫蛊之祸，太子自杀后，这一方

略已失去了最适宜的执行人。继位者均难以高瞻远

瞩地洞悉西汉后期之内外情势，领会汉武帝上述之

意图，所以难以避免日趋衰弱并覆亡的命运。

第四，巫蛊之祸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开

始反思，巫蛊之祸的发生是其统治的分水岭。他开

始利用西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

了基本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发

布“轮台诏”，他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

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

者，悉罢之！”［４］他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

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务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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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当时的政策重心转

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２］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

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

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

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

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

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乎！”［４］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汉武帝个人性

格的有关特征，也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重要进步，

即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

的重大政治失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

修补。

“轮台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政治制度的重

大调整，主要内容是由对外军事抗击匈奴转向对内

重视国计民生。其统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由注重军事抗击匈奴转向武备、农耕并

重；由任用酷吏、采用严刑峻法统治转向“禁苛暴”

的柔性统治；由通过苛捐杂税集聚财力、物力支撑国

家战争机器运转转向“止擅赋”，兴农生利。也就是

说，汉武帝晚年开始了转向以儒家仁政政治理念为

特征的柔性统治手段靠拢的统治调整。到此为止，

汉武帝的实际治国理念和统治手段才真正向他所倡

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目

的相衔接。从这个意义上说，巫蛊之祸既是汉武帝

统治手段调整的契机，又是汉武帝在探索正确治国

理念道路上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在西汉历史上具有

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８］。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巫蛊之祸”是西汉中期社会矛盾日

趋激化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投下了浓

重的阴影，而且影响了当时学术的开展，甚至造成军

事上的失利。孔安国所上的古文尚书，即因为“遭

巫蛊，未立于学官”（《汉书》）。同时贰师将军李广

利之所以投降匈奴，也与“巫蛊之祸”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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